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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黄穋稻之普及  
黄穋稻众多的名称表明，黄穋稻是个流传很广的水稻品种。各种不同写法的出现，正是由
于它在流传的过程中，受各地方言影响所致。而各地方志中所载的与黄穋稻具有相同之性
质的水稻品种更是不胜枚举。从黄穋稻的名称来看，这个品种远在唐朝以前，甚至是北魏
时期即已出现，但真正广为人知则是在宋代以后。黄穋稻及其同类型的水稻品种，何以在
宋元以后大行其是呢？根本原因在于黄穋稻自身的特点适应了宋元以后，社会经济发展和
自然环境的需要。 
唐宋以后，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人口显著增加，同时作为政治中心的北方还要“仰
江淮以为国命”，这就使得水稻在粮食供应中的地位显著提高，由五谷之一，而成为五谷
之首。据明代宋应星的估计，“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什七，而来、牟、黍、稷居什三。 

[85]”经济重心南移的背后是水稻在粮食供应中地位的提高。因此，南方要维持经济重心的
地位，必须发展水稻生产。 
发展水稻生产必须首先需要稻田。经过成千上万年的开发，南方地区地区在一定条件下适
合于种植水稻的土地都已得到了充分利用，剩余的可供开发的惟有山陵和水泽。于是各种
与山争地，与水争田的土地利用方式出现了。梯田便是与山争地的结果，它的发展促进了
占城稻的普及。而黄穋稻类型水稻品种的流行则是与水争田的产物。 
与水争田形式，最初可能是湖田、沙田或涂田一类，而后才是围田、圩田或柜田等等。前
者是利用湖水、江水或潮田退落之后，或干旱之年，在显露的湖荡、沙洲或滩涂上进行垦
种的一种农田，相对来说比较原始。 
先以湖田为例，长江中下游的许多湖泊，如太湖、鄱阳湖等都是吞吐型的连河湖，水位有
明显的季节性变化。据现代人的观察，江西鄱阳湖每年三月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洪水期，尤
其是五六月间，浩淼无涯，波浪滔天，把与鄱阳湖连接的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
五大河下游三角洲的低平地带全部淹没。而在十月至次年的三月是枯水期，尤其十二月、
一月之时，众水归槽，四面是连片的湖滩洲地，小湖泊星散在港汊之中。这种“洪水一
片，枯水一线”的自然景观，使湖区高水位与低水位之间的地区非常广阔。据现在的测

算，在洪水期，高程为22米，湖面积为2935平方公里；枯水期，高程为11米时，湖面积为

340平方公里，高低水位之间的面积达2596平方公里，占高水位时湖面积的88%。这大片
的洲滩地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沙滩，数量最少，二是泥滩，范围较大，三是草洲，即

长满各种青草的泥滩，海拔高程多在14-16米，全年显露的时间在250-327天之间 [86]。
湖田便是在湖水退落之后，稍加改造，便利用显露出来的湖滩进行种植的一种农田。 
尽管后来有些地方将圩田或围田等也统称为“湖田” [87]，但严格说来，湖田和圩田或围

田是有区别的，宋代学者马端临说：“圩田、湖田多起于政和以来” [88]，此处圩田和湖
田同时出现说明它们是区别的，其区别在于有没有圩岸围堤。有圩堤的为圩田或围田，而

湖滩成田，无圩岸者曰“湖田” [89]，洞庭湖地区又称为“圻田” [90]。由于湖田和圻
田地处湖心，地势最底，四周又没有圩堤捍护，洪水可以自由进出。在一般情况下不适宜

种稻，而只种菱、茭、藕等水生植物，只有在干旱年份，或大水过后才可种植水稻。 [91]
湖田由于没有任何防洪圩岸，所以稍溢即没，加之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选择一种耐水
性较好的品种也就成为必须。 
再来看看沙田。沙田者，乃“南方江淮间沙淤之田也，或滨大江，或峙中洲，四周芦苇骈

密，以护堤岸。” [92]它是在原来沙洲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沙洲，原本为“水中可居”
之地，经开发成沙田之后，其最大特点就是极易受水的冲击，形状和面积极不稳定。对
此，王祯如是说，沙田“旧所谓‘坍江之田’，废复不常，故亩无常数，税无定额，正谓

此也。”他还引述了发生在宋代的一段故事来说明沙田的特点。宋乾道年间（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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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3），梁俊彦请税沙田，以助军饷。既施行矣，时相叶顒奏曰：‘沙田者，乃江滨出没
之地，水激于东，则沙涨于西，水激于西，则沙复涨于东，百姓随沙涨之东西而田焉，是

未可以为常也。且比年兵兴，两淮之田租并复，至今未征，况沙田乎？’” [93]宋元时
期，围绕着是否应对沙田征税一直是许多朝廷命官议论的焦点，但最终因沙田易受水冲
激，面积极不稳定而作罢。显而易见，水对于沙田的危害是严重的，这也就迫使沙田地区
的农民也选择一些早熟而涝的品种，以适应沙田开发的需要。 
然而仅仅是耐涝还是不够的。由于大水过后，种植水稻在季节上偏晚，尽管人们想出了一

些解决办法，如“苏、湖、常、秀皆水，民就高田秧稻，以待水退。” [94]宋应星《天工
开物》所载之寄秧，“湖滨之田，待夏潦已过，六月方栽者，其秧立夏播种，撒藏高亩之

上，以待时也。 [95]”此法需要在地势较高的地方选一块地育秧，占用一定数量的土地，
且水灾的大小和频率难以预测，如果当年没有水灾，则寄秧就有可能浪费，因此，太湖地

区的农民多采用从外地购买秧苗的方式，宋人有“田因水坏秧重播”的诗句， [96]从《沈

氏农书》对于买苗经验的总结来看，水灾过后买苗补种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办法 [97]。“崇
祯十三年大雨积两月，较之万历戊子水更深二尺许。……至水退，而吴兴之农又重觅苗于

嘉禾，一时争为奇货，即七月终旬犹然，舟接尾而去也。” [98]显然买苗补种是一种比较

麻烦办法，且只有实力相当的农户才能做到，“无力种秧者全白” [99]。看来寄秧和买秧
并不能完全解决季节偏晚的问题。只有早熟品种才能在不添加任何不便的情况下，又能取
得速收之效，解决由于季节差晚，而寄秧又不太方便的问题。因此，湖田等对于水稻品种
的要求，于耐水之外还要早熟。 
黄穋稻正是这样的一个品种。黄穋稻具有较强的耐水性，在一般淹水条件下可以种植，所
以《王祯农书》说：“浅浸处宜种黄穋稻”。明清时期的太湖周围乌程、嘉善、平湖等地
的湖田广泛使用这种品种，就是看中了“其性如芦，不畏水淹”特性，并称之为“黄龙

稻”或“芦籼” [100]。又由于黄穋稻生育期很短，可以在季节性的洪水到来之前抢种创
收，也可以在洪水过后补种。《王祯农书》说：“黄穋稻自种至收，不过六十日则熟，以
避水溢之患。如水过。泽草自生，糁稗可收。”这是针对灾前抢种抢收而言。《陈旉农
书》说：“今人占候，夏至、小满至芒种节，则大水已过，然后以黄绿谷种之于湖田。”
这是针对灾后补种而言。对于湖田来说，灾后补种比灾前抢种的时候似乎更多一些。如明
末湖州等地曾发生大水，当时的郡守陈幼学访购得黄龙稻，下发灾民，以便大水过后补

种。 [101]黄穋稻除作为一种应急品种之外，在一些地区，如江西鄱阳湖地区，却是作为
一种水退之后的常规品种来种植。如《余干县志》载：“湖田，在湖荡间，如大慈南北之
鱼池塘、南河万年乡之白马、万春乡之古步，草港之大湖塘。洼田，气壤最润厚而沃，七

月水落，以晚稻、种宜乌谷子、黄六禾、绵子糯，又宜种宗稗子。 [102]” 
明清时期，除黄穋稻继续使用之外，作为水退之后补种的品种，在江苏、江西、湖南、湖

北、浙江、安徽、广东等地还出现了乌谷子（又称乌口稻 [103]、冷水结等）、绵子

糯、！谷、赤籼、芒草、撒苗、赤秥等。其中赤籼最引人注目，它曾经因在战胜1608年的
洪水中的不俗表现，引起了农学家和地方志作家的广泛关注。 
赤籼，它可能原产于江西、江苏等地。明万历年间曾引种到浙江桐乡一带。后来这个品种
又从桐乡引种到邻近的海宁等地。据《宁志余闻》记载：“宁产多晚稻，间有籼米，色赤
者。按许全可《阴行录》云：前明万历间，嘉定胥公之彦，字日华，以进士令桐乡。当戊

申（1608）大水，新苗浮没，公出帑金三百两，委尉遄往江右买籼谷，颁发民间，即下谷
种，以谷本完公帑，亩不过数分。是秋，远近大熟，桐乡再种者，亩收三石。既去，立庙
皂林驿祀之，国初庙貌尤存。籼色赤，数十年犹存其种，皆曰此胥侯之遗爱也。顺治间桐
邑令，以上仓米色多赤，苛责粮长。邑人张履祥，字考夫，贻书于所知客县幕者，述其由

来，客闻于令，令意遂解。然则宁之有赤米，实由邻润也。 [104]”张履祥述“赤籼”由来
的文字，称为《赤米记》。其记云：“万历戊申，夏五月大水，田畴淹且尽。民以溢告，
公抚慰之，劝以力救。不得已，则弃田之已种者而存秧。浃日雨不止，度其势不遗种，乃
豫遣典史赍库金若干，夙夜告籴于江西（或云江北泰州），而己则行水劝谕，且请于三台
御史，乞疏免今年田租，以安民心。十余日谷归，分四境粜之，教民为再植计。月余水落
田出，而秧已长。民犹疑之，将种黄赤豆以接食。公曰：无为弃谷也。益劝民树谷。其秋
谷大熟，赋复减十之七，民以是得全其生者，甚众，他郡邑弗及也。是谷晚植早熟，不刈

则随落，后虽他植，厥种恒在田间，岁复岁不绝” [105]。 
湖田必须在旱岁或水退之后水进之前才能利用。但因没有堤圩捍护，又时刻面临着水灾的
威胁，种稻是没有保障的。和湖田相类似的是为滩田。滩田较湖田地势略高，被水淹的时
期相对较后，但也无圩岸，洪水也可以自由进入。为了使湖田和滩田变成永久性的稻田，
就必须修筑围堤圩岸，使湖田、滩田变成圩田或围田。南宋《陈旉农书》载：“其下地易

以淹浸，必视其水势冲突趋向之处，高大圩岸环绕之。 [106]”陈旉所说的“高大圩岸环绕
之”，即元代农学家王祯在其《农书》中所指的“围田”或“圩田”。“围田，筑土作
围，以绕田也。盖江淮之间，地多薮泽，或濒水，不时淹没，妨于耕种。其有力之家，度
视地形，筑土作堤，环而不断，内容顷亩千百，皆为稼地。后值诸将屯戍，因令兵众分工
起土，亦效此制，故官民异属。复有‘圩田’，谓叠为圩岸，捍护外水，与此相类。 

[107]”另有一种柜田，“筑土护田，似围而小，四面俱置瀽穴，如柜形制，顺置田段，便

于耕莳，若遇水荒，田制既小，坚筑高峻，外水难入，内水则车之易涸。” [108]南宋杨



万里说：“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盖河高而田反下。沿堤通斗门，每门疏港

以溉田，故有丰年而无水患。” [109]很显然圩田等是着眼于地势低下易遭水患的农田，
如湖田或滩田等兴修的。当湖田或滩田被四周圩岸围起来的时候，湖田或滩田也就变成围
田了。 
但圩田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对于耐旱而又早熟等黄穋稻类型的水稻品种的需求。圩田改变
了湖田等“稍溢则没”，甚至长期淹水的状况，使湖滩草荡不至于在旱岁方可种稻，显然
比湖田和滩田更有保障，更由于推迟了稻田被水的时间，为早稻的种植创造了难得的机
会。然而若因此而得出象杨万里说得那样“有丰年而无水患”，则未免言过其实，由于圩
田或围田是在原来湖田草荡的基础之上开发出来的，地势低洼的自然条件不能得到根本性
的改变，洪涝灾害仍在所难免，水对于稻的危害却依然存在。《儒林六都志》中有载：
“邑号泽国，厥田下下，故农民不苦旱而苦水。以旱，则田之四周皆深溪巨港，可以车
戽，而水则一望汪洋。每当霉雨久淋，山水暴发，田低于水三四尺，仅于圩岸上添土以护

之，再遇北风迅发，太湖水涌，则溃堤决岸，倾刻沉于水底矣。 [110]”清湖南巡抚王国栋
在给雍正皇帝的奏摺中说：“缘洞庭一湖，春夏水发，则洪波无际。秋冬水涸，则万顷平

原。滨湖居民，遂筑堤堵水而耕之。但地势卑下，水患时有，惟恃堤垸以为固。 [111]”即
便是在正常年景，圩田的地下水位也比正常偏高，对于耐水性品种仍有依赖。更为严重的
是圩堤的高度和厚度很难得到保证。一些圩田只要“偶遇涨涝，皆沦巨浸。或将告西成，

一经飙浪，终归水乡……究十岁之中，其有秋者不一二也。 [112]”圩田上十年仅有一二年
的收成，在江西鄱阳湖流域也大致如此，如清乾隆五十九年，江西南昌县的圩堤，由于有
头一年的加高培厚、极力补苴，才使得这年遇春涨时，“并未冲决，有十余年未见早稻

者，皆获丰收。” [113]当圩堤遭到洪水破坏的时候，仍然需要早熟耐旱的水稻品种进行
补种。所有这些都要求圩田兴修和使用者们在加高加厚圩堤的同时，积极选用耐涝早熟的
品种，以避免灾害。 
可见圩田等的出现并不能改变与水争田对于早熟耐涝稻种的需求，相反，圩田面积的扩
大，意味着可能受水灾的农田面积也在扩大，对于早熟耐涝型水稻品种的需求量也在扩
大。原来在与水争田以前，受灾的至多只是河流两岸，或湖泊四周的农田，现在由于湖床
和河道被围成田，一有水灾发生受害的不光是沿岸和四周的农田，而首当其冲便是围田或
圩田。如果仅是圩田或围田受灾，两岸和四周的农田没有受灾，在过去就等于没有发生水
灾，现在由于圩田或围田的出现，水灾出现的频率加快，而随着圩田和围田的扩大，水灾
受害面积也在加大，如果进一步波及到两岸和四周的农田，则受害程度要比原来大得多。 
上述分析只是理论上的推测，而事实情况比理论推测更糟。由于圩田的盲目发展，大量的
水面变成田面，潴水面积减少，蓄洪能力下降，使得原本一些水旱无忧的农田，现也成为
受害对象。宋代对于太湖的围垦就出现了上述问题。南宋绍兴二十三年（）谏议大夫史才
言：“浙西民田最广，而平时无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濒湖之地，多为兵卒侵据，累
土增高，长堤弥望，名曰坝田。旱则据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涝则远近泛滥，不得入

湖，而民田尽没” [114]。对此，宋人议论纷纷，有说：“浙西围田相望，皆千百亩，陂
塘溇渎，悉为田畴，有水则无地可潴，有旱则无水可戽。不严禁之，后将益甚，无复有稔

岁矣。” [115]有说：“今所以有水旱之患者，其弊在于围田。由此水不得停蓄，旱不得

流注，民间遂有无穷之害。” [116]这个问题在其它一些圩田发展比较快的地区也存在。
如鉴湖被围之后，“春水泛涨之时，民田无所用水……至夏秋之间，雨或愆期，又无潴蓄

之水为灌溉之利。于是两县（山阴、会稽）无处无水旱” [117]。南宋李光说：“政和以

来，创为应奉，始废湖为田，自是两州之民，岁被水旱之患。” [118]绍兴知府史浩说：

“然则非水为害，民间不合以湖为田也。” [119]又如永丰圩修成之后，“四州岁有水

患” [120]。 
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与水争田又进入一轮新的高潮，“不独大江大湖之滨，及数

里数顷之湖荡，日渐筑垦……数亩之塘，亦培土改田，一湾之涧，亦截流种稻。 [121]”围
水造田的中心区域已由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一带扩展到长江中游的鄱阳湖和洞庭湖流域。
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江西的圩田和湖广的垸田。而与此同时，水灾也日益加剧。以江西鄱

阳湖地区的鄱阳县（今波阳县）为例，这个县历史上共发生水灾88次，有61次发生在明清

两代，占69.3%；明代从洪武至崇祯276年中发生25次，平均每11年1次；清代从顺治至同

治九年（1870年），226年中发生36次，平均每6.3年1次。 
明代的有识之士对于水灾盛行与围水造田的关系即有深的认识。顾炎武指出：“河政之坏
也，起于并水之民，贪水退之利，而占佃河旁淤泽之地，不才之吏因而籍之于官，然后水

无所容，而横决为害。 [122]”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土民利其膏腴，或偃为田，或筑而
为圃，是以淹灭田畴，漂没庐舍，固其所以，弘治四年涝，迨五年复涝，今大水视昔犹

甚。 [123]”这些虽是针对黄河水患而言，其实明清时期，其它大江大河也都是有过之而无
不及。围湖造田的结果使圩垸区洪水调蓄出现困难，洪水对圩田和垸田的破坏力加大。所
谓“院（即垸）益多，水益迫；客堤益高，主堤益卑。故水至不得宽缓，湍怒迅激，势必

冲啮。 [124]”围湖造田的本义在于扩大耕地面积，生产出更多的粮食，以满足人口日益增
长的需要，可是滥围的结果，有时甚至是得不偿失。是以顾炎武又说：“政和以后，围湖

占江，而东南水利亦塞，于是十年中荒恒六七，而较其所得反不及于前人。” [125]光绪



《南昌县志》的编纂者在《河渠》篇的序言中写道：赣水、旰江“初不为患，厥后河日淤
而堤日增，堤增而河益淤，害乃不可胜穷矣。” 
水灾对于新增稻田的危害，甚至是架田也不能幸免。架田，又名葑田。王祯说：“架田，
架犹筏也，亦名葑田。”《陈旉农书》上说：“若深水薮泽，则有葑田，以木缚为田坵，
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其木架田坵，随水高下浮泛，自不淹溺。”葑原本
是菰的地下根茎，菰即今天所称的茭白。古代茭白是食用其籽粒，称为菰米，不食用其
茎。凡沼泽地水涸以后，原先长的菰，水生类的根茎残留甚为厚密，称为葑。天长日久，
浮于水面，便可耕种，成为葑田。葑田之名在唐诗中已有提及，唐秦系诗：“树喧巢鸟

出，路细葑田移” [126]，这首诗名为“题镜湖野老所居”，说明唐时浙江绍兴一带已应

用葑田了。北宋苏颂《图经本草》（1061年）对葑田之形成和利用做了记载，其曰：“今
江湖陂泽中皆有之，即江南人呼为茭草者。……二浙下泽处，菰草最多，其根相结而生，
久则并浮于水上，彼人谓之菰葑。割去其叶，便可耕治，俗名葑田。”葑田浮系水面，地
下水位必然很高。因此，对于葑田的利用仍然有赖于耐水品种。所以《陈旉农书》接着
说：“《周礼》所谓‘泽草所生，种之芒种’是也。芒种有二义，郑谓有芒之种，若今之
黄绿谷是也；一谓待芒种节过乃种。”唐宋以前，虽然不见葑田的名字，但却很早已开始
了对葑田的利用。晋郭璞《江都赋》中有“标之以翠翳，泛之以浮菰，播匪艺之芒种，挺
自然之嘉蔬”，江都在今江苏省仪征县东北。诗中的“浮菰”指的就是葑泥所铺的木筏，

芒种和嘉蔬指的都是稻 [127]。说明早在晋代今江苏仪征一带即开始利用葑田种植水稻。
但当时所谓的“芒种”、“嘉蔬”是否就是后来之黄穋稻呢？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
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们和黄穋稻一样都是耐水品种，且外观上都有芒，应是黄穋稻
的前身。而宋元时期的黄穋稻，根据曾安止、陈旉、王祯等人的记载，除了用于双季晚稻
田和柜田之外，最早出现便是在架田上。 
纵上所述，随着与水争田的发生与发展，中国历史上的水灾出现了这样的三种情况：一是
湖田、圩田等的出现成为水灾的对象。二是湖田、圩田等的面积增加意示着受害面积的增
加。三是滥围的结果使得原本免遭水灾的农田也成了新的受灾田亩。这三者交织在一起，
使中国水灾的发生频率，随着与水争田的而呈现出上升趋势。水灾取代旱灾而成为中国农
业首屈一指的自然灾害（见附录一，中国水旱灾害变化情况）。黄穋稻类型水稻品种普及
的根源就在于圩田等与水争田的土地利用方式所导致的水灾害的日趋频繁。 
然而，圩田、围田及柜田与湖田、沙田和涂田等相比，其对水稻品种的要求还是有所不
同。由于圩堤的捍护作用，圩田等改变了湖田等“稍溢则没”的状况，至少是推迟了洪水
为害的时间，使圩田能够有相对更充裕的时间去从事生产，这就为早稻的发展提供了宝贵
的时机。因此，面临水灾威胁的圩田，除了可以利用黄穋稻类型水稻品种在水灾过后进行
补种之外，还多了一种选择，即在洪峰到来之前抢种抢收一季早稻。由于地势有高低，水
灾有先后，所用早稻品种的生育期也有长短，一般说来，地势越低，灾害来临越早，则所
用品种的生育期越短。如《北湖小志》在叙述了湖荡草场“至旱之岁亦栽稻”之后，接着
说：“次之为滩田，栽早色稻，拖犁归、四十子两种。再上为圩田，栽五十子。再上为高
圩田，栽六十子及望江南。”品种生育期之长短，虽因地势之高低和洪水到来之早晚而
异，但它们都必须在洪灾到来之前收获，这又强化了圩田对于早熟品种的需要。 
早熟早稻不仅栽莳最先，不忧夏旱；而且刈获最早，不忧秋潦。 [128]同时还可以解决青
黄不接的问题。因此这一类型的品种在一些地区特别受到欢迎。如民国时期，江苏省的江
北之大部分（除去沿海沙地）及西南丘陵地属之淮扬一带，由于水道不畅，时有水患，只
宜植生长期短之籼稻。历年秋水发时，早熟籼稻业已登场，能免水灾矣。与此相类似的还
有里下河一带，里下河一带因淮水失治，易遭水患，农民多望于秋汛以前，提早收获，不

然，收割过迟，易遭淹没也 [129]。又如扬州，“洲圩防秋汛，多种早稻，沿江滩田，亦
多无秋熟。……江洲低下之地，多种四十日、五十日、六十日、秋前五、望江南，此类皆

早熟。” [130]这一点在所谓“边缘稻作区”，如江苏高邮、宝应、盐城等更是如此。以
高邮为例，由于地势低下，“上河滨湖，下河近闸，水发于时，伏农人壅圩运轴，劳不安

枕，若遇大水望秋而庐舍没者多矣！故早禾宜家种数亩，可当古之下熟。 [131]”到民国时

期，高邮之东乡“止收早稻一熟” [132]。适应早稻生产的需要，各种早熟品种也就非常
之多，清乾隆时期仅高邮一地就有“四十日”、“五十日”、“六十日”等九种早熟品种 

[133]，但还是满足不了生产的需要，于是发生了道光十五年，江苏巡抚林则徐，委购楚省

早色稻种“三十日”，发借高邮的故事 [134]。以后这一品种又推广到江苏的宝应、阜
宁、淮安，浙江湖州府的长兴、德清、孝丰、乌青等地。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仍是江苏部

分地区的水稻优良品种。 [135] 
值得注意的是，圩田上所种植的名目繁多的早熟早稻品种，虽然有相当多的品种是后来新
发展出来的，但宋元时期的黄穋稻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明代安徽凤阳一带就仍然有
在圩田中种植黄穋稻的记载：“种之墟者其别有黄六公、胀破壳、闪风齐、苏州白、救公

先、雀不知、下马看、金裹银、泰州红、飞上仓（即鱼麻）、羊须，凡十四种。” [136]
墟，即圩，圩田也。黄六公，即黄绿谷，也即黄穋稻。可见黄穋稻仍然是明清时期部分圩
田上的当家品种，甚至是首选品种。 
五、黄穋稻之意义 
何炳棣在“中国历史上的早熟稻”一文中分析了中国人口增长的原因。指出中国人口从11
世纪开始较快增长，一个基本的原因在于一场“农业革命”，而在这场农业革命之中，早



熟稻起了主要作用。而在这起主要作用的早熟稻中，占城稻的引进又是其中的关键因素。

文中写道：“11世纪初从印度支那中部的占城国引进了一种比较耐旱的水稻以后，导致了
早熟品种的不断增加。从而使中国农民能够扩大其农业边域，从低地、三角洲、盆地、河
谷到易于灌溉的丘陵。由于适宜种植本土迟中熟的低地面积相当有限，而耐旱早熟品种的
发展又带来了土地利用的重大革命，并使中国的水稻种植面积扩大了一倍以上。通过直接
加倍扩大中国稻作区面积和间接地改进栽培方式，早熟稻对中国的粮食供应和人口增长所

产生的长期作用是巨大的。” [137]简而言之，占城稻的引进是十一世纪以后中国人口增
长的主要原因。何先生从作物与土地利用的关系来探讨粮食供应和人口增长的原因是很有

见地的，并为一些学者所接受 [138]，后来在他有关美洲甘薯和玉米等作物引进的论文中
也沿用了这种方法。问题是占城稻只是一个耐旱早熟的品种，它适合于“高仰之地”种
植，这是宋真宗引进占城稻的初衷，也是后来的一贯作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确能并
且事实上也是促进了丘陵和山区的开发，对于水稻种植面积扩大、粮食供应和人口增长都
起到巨大作用。 
但是，自宋朝以后的的水稻种植区域并非单一地向上扩展，即从低地向丘陵扩展，如梯
田，同时也存在向下扩展，即从低地向更低地扩展，如圩田、架田等。也就是说，宋元以
后，在与田争地的同时，还存在着与水争田。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即梯田的开发到底在
中国粮食供应中起多大的作用？是与山争地生产的粮食多？还是与水争田生产的粮食多？ 
我们认为，宋代以后的粮食供应和人口增长主要还是靠与水争田来获得的。虽然梯田在宋
元以后得到很大的发展，并且解决了山区人口的口粮问题，使相对稀少的山区人口免于对
外来粮食的依赖，客观上增加了粮食供应的总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梯田对于人口的增
长的确起到积极作用。但是，从全国的粮食供应来看，梯田所占比重并不大，在梯田分布
比较集中的东南丘陵、山区，如福建等地，并没有成为中国粮食的主要供应基地，虽然这
里“垦山陇为田，层起如阶级然，每远引溪谷水以灌溉”，甚至达到“水无涓滴不为用，

山到崔嵬犹力耕” [139]的地步，而且最早种植占城稻，但梯田的开发和占城稻的使用并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当地的粮食问题，相反还要依靠周围一些地方的接济，甚至于“虽上熟

之年，犹仰客舟兴贩二广及浙西米前来出粜” [140]。因此，占城稻的引种和山区的开发
并没有改变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粮食供应的格局。 
宋元明清时期的中国的粮食供应基地还主要集中于长江中下游的太湖、鄱阳湖和洞庭湖等
平原和湖沼地区。这些地区不仅自身人口稠密，还要运出大量的粮食供应其它地区，所以
从宋代以后就流行有“苏湖熟，天下足”，“苏常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的
民谚。而在苏湖、湖广等地的水稻生产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并不是梯田而是圩田（又称围
田，或垸田）。 
尽管，圩田等的迅速发展，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使水灾出现了不断加剧的趋势，遭到
了一些人士的强烈反对，但由圩田等在耕地面积扩大和粮食总产量提高方面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大规模的圩田修筑自宋代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据宋淳熙十一年（1184）的统

计，浙西一带的圩田多达1489所 [141]。这1489所圩田的面积有多大呢？范仲淹曾说“每
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这个说法未免笼统，我们还可以从当时的圩岸长度上加以推

测。据史料记载，乾道九年（1173），户部侍郎叶衡在核实宁国府、太平州圩岸之后，
言：“宁国府惠民、化成旧圩四十余里，新增筑九里余；太平州黄池镇福定圩周四十余
里，延福等五十四圩周一百五十余里，包围诸圩在内，芜湖县圩岸周二百九十余里，通当

涂圩岸共约四百八十余里。 [142]”这四百八十余里的圩岸长度，可以使多少农田受益呢？
可以万春圩为例来加以推测，据沈括记载，万春圩圩堤总长八十四里，圩田一千二百七十

顷 [143]。平均圩长一里的受益面积是十五顷。以此计算，则四百八十余里的圩堤可使七
千二百余顷的农田受益。 
修筑大规模的圩堤，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这显然是个体小农所不能完成的，而必
须依靠政府出面组织修筑。而政府在组织修筑圩堤时，往往要涉及到若干县的人力和物力
的安排，工程大小的计算，工程数量的分摊等等问题，这些在宋代数学家秦九韶所著的数

学著作《数书九章》中都有所反映 [144]。沈括详细地记载了地方政府出面组织修筑万春

圩的情况 [145]。为了修筑万春圩，当时政府一共动用了八个县一万四千多名劳力，近三
个月的时间。政府的重视和一些有识之士的关心，正是圩田重要性的反映，也是圩田得以
发展的原因之一。  
明清时期，圩田的规模还在进一步的扩大。有史料记载，湖南湘阴县在1644年，堤垸长

15172丈，受益面积21000亩；百年之后的1746年堤垸长达123766．2丈，受益面积达

167000亩，增长了8倍。圩田的发展使得其在整个耕地面积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早在宋
代太平州当涂、芜湖两县的田地，十之八九都是圩田。 
大规模圩田的开发，极大地增加了水稻的种植面积，而水稻种植面积的增加，正是苏湖
熟、或湖广熟“天下足”的基础。明人吴敬盛在《地图综要》中写道：“楚固泽国，耕稼
甚饶。一岁再获，紫桑吴楚多仰给焉。谚曰‘湖广熟，天下足’，言其土地广沃，而长江

转输便易，非他省比” [146]。显然，“湖广熟，天下足”的出现，与“楚固泽国，耕稼
甚饶”分不开，而在泽国上进行耕稼则非“圩田”，楚地称为“垸田”等与水争田的土地
利用方式不行，对此已有学者做过专门的研究，认为洞庭湖区粮食输出的增加，主要得益

于本地的开发，尤其是明清时期垸田的兴筑 [147]。宋元明清重要的产粮大省江西就有



“江右产谷，全仗圩田”的说法 [148]。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即
宋元以后中国人口的增加主要是与水争田的结果，而并非梯田。 
圩田等虽然也存在干旱的威胁，但洪涝水灾对其的为害最大，而且，随着圩田的发展洪涝
灾害有日益加剧之势，其危害性也远非旱灾可比。因此，适应湖区稻田种植，早熟而又耐
涝的水稻品种，如黄穋稻类型，比之耐旱的占城稻更符合实际的需要，因之它在中国粮食
供应和人口增长起的作用比占城稻要大。现在看来，过去史学家们对于占城稻的评价也应
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黄穋稻及其同类。 

附录一，中国水旱灾害变化情况 
中国是个水旱灾害多发的国度。自周秦以来，中国历史上的水旱灾害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分
阶段，前一阶段在唐宋以前，旱灾多于水灾；后一阶段在唐宋以后，水灾多于旱灾。这个
变化是与中国经济重心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对中国的农业生产，特别是作物和作
物品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下是中国历史上水旱灾害发生的一般情况。 
中国历代水旱次数表 [149] 
   
朝代 |两周秦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 |宋元 |明清  
水灾|16|60|9|193|196 
旱灾|30|56|5|183|174 

从表中可以看出，宋元以后，水灾超过旱灾，而成为中国最大的灾害，这其中肯定与与水
争田有密切的关系。 
再来具体地看一看明代的情况，有明一代除成化到嘉靖四朝，旱灾年次略高于水灾之外，
其余朝都是水灾多于旱灾若干倍，见表 
明代水旱灾害年次表 [150] 
朝 |洪武 |永乐 |宣德 |正统 |景泰 |天顺 |成化 |弘治 |正德 |嘉靖 |隆庆 |万历 |天启 |
崇祯 |总计  
水|26|15|8|19|11|8|10|8|12|12|6|30|4|13|184 
旱|6|2|6|11|5|5|12|13|10|23|3|19|4|10|128 
显而易见，有明一代水灾多于旱灾，这其中还不包括40次的雨灾。这个结论在局部地区也

能成立。据统计，明代的276年间，江汉平原共发生水旱灾害67次，其中水灾49次，占

73%，旱灾18次，占27%， [151]也体现了“旱少而涝多”的特点。 

附录二，早稻与占城稻和黄穋稻的关系 
前人在研究中国早熟稻的普及时，把它与占城稻的引进联系起来，认为占城稻的引入导致
了早熟品种的不断增加。同时他们也承认，在占城稻之前，中国即已有早熟稻品种，只不

过在水稻栽培中不占主要地位 [152]。问题是中国本土已经有早熟稻，为什么要等到占城
稻引进之后才得到迅速的发展呢？照前人的逻辑，中国早熟稻的发展在很大意义上是占城
稻引进的结果。而我们知道，占城稻除了早熟之外，其唯一的优点是耐旱，适合于“高仰
之地”种植，如果说它的引进促进了高田耐旱性早熟品种的不断增加则顺理成章，可是宋
代以后的早熟稻不仅仅有适合梯田等易旱稻田使用的品种，更多的还有适合于低湿稻田种
植的耐涝性品种。这些耐涝性早熟品种是从耐旱性的占城稻稻种中选育出来的呢？还是从
中国本土的耐涝性早熟品种选育出来的？也就是说，宋元以后的早熟稻与占城稻和黄穋稻
的关系如何呢？ 
何炳棣先生认为，早熟稻在古代及中古时期中国水稻栽培中不占主要地位的最有力证据是
获得早熟意义的“籼”字的出现，而“籼”又是与占城稻的“占”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认
为，籼与占有关，但占所指的并不都是占城稻。 
的确，从宋代以后出现了许多以“占”或“籼”命名的早熟稻品种，但它们却并不一定都
是占城稻。因为在南方口语中，占米或籼米指的都是饭食的稻米，与酿酒用的糯米

（glutinous rice）相对称，实际上相当于北方人所说的“粳”。 
粳，一作“秔”。一字多音，北方读为“jing”，南方读为“geng”，而“jing”与“geng”在
古语中或许是同音，至今在客家语言中，“geng”还读为“jing”。粳，有硬的意思，原本为

稻之不粘者（non-glutinous rice）。粘者（glutinous rice）为秫，亦谓之糯。粳和糯是中国
传统水稻的两个基本分类。它们的分类标准是粘与不粘。粘者为糯，主要用以酿酒；不粘

者为粳，主要用以饭食 [153]。 
籼，最初只是江南对于粳稻的称呼 [154]，也就是说，籼最初指的也是不粘之稻。后来，
人们才发现，江南所谓的“籼”还有与北方的“粳”不同的地方，一是和短圆外形的粳相
比，粒稍细而尖长；二是口感上较之粳稻差硬；三是成熟期较粳稻为早。所以，后来的

“籼”除了表示粳而不粘的意思以外，还表示尖（长）、先（熟）的意思 [155]。所以
《禾谱》中又将与粘性的糯稻相对称的不粘之稻，别为“早籼”和“晚粳”。 
占，指的也是不粘之稻，是南方口音中对于“粳”的另一种称呼，它出现于宋元以后，盛
行于明清时期，指的就是籼，也即粳。它写成“占”或许受到占城稻的影响，因为粳、籼



原本就与占读音相近，占城在一些方志中写成“金城”就是一例。占城稻传入的初期，

占、籼还能分得清楚，占还只是籼的一种，例如在《禾谱》所列举的14个“早禾籼品”中
就有“早占禾”一品。后来时间一长，籼与占就分不清了，甚至出现了以占概籼的情况。
但以占概籼之后的占并不专指占城稻，在口语中“占”是与“糯”相对，指的是非糯性品
种，也即粳。而占城稻又正好是一种不粘之稻，其特性是“作饭差硬”，所以许多方志中
都误认为占禾，即占城稻，而把原来所谓的“不粘之稻”粳也统称为“占”。一言以蔽

之，占稻（占禾、黏稻）“不能全部说成是占城” [156]，它指的是所有不粘之稻。 
事实上，占城稻只是作为一种耐早而又早熟的品种引进来的，而名目繁多的各种早熟品种
的大量出现大都是在南宋以后，当时占城已引进一二百年。而在此之前，甚至可以远溯至

唐，乃至北魏时期，即已有比占城稻生育期还短，只有60-90日，而且耐水的早熟品种“黄
穋稻”，它和后来一些早熟品种，如百日黄、六十日、八十日、六十日籼、八十日籼等，
在生育期方面更接近。 
更有甚者， 一些品种不仅继承了黄穋稻的性质，而且还保留了黄穋稻的名称。广西地方品
种中所谓的“稑禾”、“穋谷”、“六禾”、“穋禾”等都是从宋元时期的黄穋稻发展过
来的。 
一些极早熟的水稻品种虽然从名字上看不出与黄穋稻有任何联系，但也可能是从黄穋稻发
展过来的。如《浦江县志》在记载“黄穋稻”这一水稻品种时，就将它与明清时期各地非

常流行的水稻品种“拖犁归” [157]联系起来。据记载，拖犁归的生育期为六十日，所以

有的地方又称之为“六十日稻” [158]，这与黄穋稻相同，而与占城稻有别。其次，拖犁

归是个耐水性品种，故有些地方俗名称之为“水里鬼” [159]，这也同于黄穋稻而异于占

城稻。第三，从外观上来看拖犁归有芒 [160]，这点也同于黄穋稻，而与占城稻不类。因
为黄穋稻正是一个有芒的品种，而占城稻无芒。后世早稻中确有不少是有芒的品种，如浏

阳早、吉安早等 [161]，这些品种如果都是从占城稻发展而来的话则很难以置信。 
所以宋元以后的早熟稻，其祖本除了引进的具有较强抗旱能力的占城稻之外，还应有黄穋
稻等其它一些本地的具有耐水及其它一些方面特色的水稻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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